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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在中等收入阶段人口结构就出现了 “老龄少子化”特征。依
据 1992－2017年中国分地区的面板数据，本文运用扩展的 MＲW 模型分析中国 “老龄化”和
“少子化”双重叠加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老龄少子化”对中国经济效率的综合影响为
负，“老龄少子化”的人口结构对于中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和经济增长动力转换有不利影
响，不利于中国在人均 GDP 水平上由物质资本驱动向人力资本驱动转变的接续，促使中国经济
过早出现了供给侧的结构性减速。促进中国经济顺利转型的逻辑应是先提高收入水平，再转换
驱动要素; 在转型的过渡期内维持原有的经济增长动力，保障人均收入水平进入高收入国家行

列; 要适度进行物质资本积累、鼓励生育和提高人均人力资本积累水平，提高人均人力资本存
量，并使其不断加速，以实现两种动力的平稳过渡和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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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人口是劳动力的本源，而劳动力规模、结构和
质量直接关系到经济增长的水平、效率和持续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大发展曾得益于人口红

利，总和生育率快速下降并长时间低于最优水平

引致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显现出 “老龄少子化”
现象。那么 “老龄少子化”的人口结构对中国的
经济增长有什么影响，特别是对经济效率有怎样

的影响是需要高度关注的。因为中国经济已经进
入“减速换挡”期，经济发展正在由粗放增长方
式向集约增长方式转变，提高经济效率、稳定经济
增长速度是目前工作的重点。在目前的情形下，
“老龄化”和“少子化”双重叠加是否会促进中国
经济效率的提高，还是会带来负面影响? 是否存

在促进劳动生产效率提高的内生的机制? 这种机

制是否会自发形成? 这一连串的问题都需要认真

回答。
西方学者对于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争

论，主要涉及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经济

增长对人口增长的影响。有关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
影响的研究可以分为三类，悲观类的学者认为人口

增长会降低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的程度，快速的人

口增长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1－2］; 乐观类的学

者认为高速的人口增长可以促进技术进步和制度创

新，快速增长的人口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3－4］; 通过

对跨国经验数据回归分析，中立论的学者认为人口

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无显著的相关性［5－6］。
在分析经济增长对人口增长的影响时可将人

口增长率分解为粗出生率和粗死亡率，粗出生率

与经济增长率负相关，而粗死亡率与经济增长无

显著相关性［7－9］; 粗出生率和粗死亡率与人均收入

没有内生性关系，而与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有

关［10－11］。其中，关于受教育水平、人力资本和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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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一般而言受教育水平较高

的劳动力具有创造较高劳动生产率的能力，而教

育又被视为政府、企业和家庭对劳动者个人的人
力资本投资［12－13］。从宏观角度看，教育投资主要
与三个方面因素有关: ( 1) 人的预期寿命，也就
是健康人力资本。人的预期寿命越长，人们越愿意
向教育进行投资; ( 2) 人口密度，人口密度越高，
政府建立的学校数量越多，教育投资就高; ( 3)
TFP，全要素生产率越高，人们为了获得更好的工
作和更高的收入，越倾向于向教育上投资［14－16］。
由此可见人口的粗出生率主要是通过人口的数量

和年龄结构对劳动投入的数量产生影响，进而对

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而人口的粗死亡率则会影响

人们的教育投资而影响经济效率。
中国学者对于这方面的研究是先从人口数量

多少合适，再争议到人口质量层面。马寅初先生极
力主张控制人口数量，认为快速增长的人口会对

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蔡昉

教授呼吁放松生育政策，认为总生育率的下降会

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彭秀健 ( 2007) 推算
了不同的生育率方案下人口年龄结构和不同年龄、
不同性别的劳动参与率，认为年轻劳动力参与率

下降和人口老龄化会加速劳动力供给紧缩的趋

势［17］。2012年湛中乐等上书建议中国的人口超低
生育率已经持续了 20年之久，并预计 2013年开始
中国的劳动力年龄人口将开始减少，如果迟缓改

革将对经济和社会生成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18］。
有的学者认为不同年龄段的劳动力的替代弹性越

小，老龄劳动力对劳动生产率的负面影响越大，劳

动力老化将对劳动生产率产生负面影响［19］，老龄

劳动力不会显著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20］。考虑到

劳动力老化 ( 45－64 岁) 对经济增长未必有负面
影响，有的学者发现受教育水平越高，老龄劳动力

对提高 TFP 的作用越显著［21］。对此持相反意见的
学者认为 “中国劳动力短缺”是一个伪命题，当
前即使实行全面二孩政策，并不能解决劳动力短

缺问题，还会减少当期的劳动参与率和人力资本

积累，制约短期和长期的经济增长［22］。由此可见
中国学者主要基于中国现在面对的人口问题及其

对策展开讨论，并在下面两个方面存在不同意见:

一是放开原有生育政策是否可以解决劳动力短缺

问题，对中国经济的平稳增长是否有帮助; 二是劳

动力老化是否对提高人力资本水平进而对提高劳

动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
老龄化和少子化是通过人口年龄比重指标衡

量的，反映了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老龄化和少子
化是伴生的，其逻辑关系是总和生育率下降→老
龄化→少子化，先有粗出生率下降，人口更迭率下
降，才产生老龄化问题。而人口老龄化会使总和生
育率进一步降低，而出现少子化。随后两者相互促
进，老龄化通过挤压作用使少子化程度加深，而少

子化通过强化作用使老龄化加重［23］。因此，现阶
段中国的人口结构问题是“少子化”和 “老龄化”
叠加，可称其为“老龄少子化”［24］。这既是粗出生
率和粗死亡率双双降低的结果，也是中国完成人

口转变的结果。“老龄少子化”的人口结构对中国
经济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但现有的研究就 “老
龄少子化”对于中国经济究竟有何种影响并没有
得出一致的结论［24－26］，说明对于这个问题还有继

续讨论的必要，尤其在中国经济追求高质量增长

的过程中应弄清楚 “老龄少子化”是否会促进经
济增长方式向高效率的方向转变。

表 1 人口转变理论的阶段特征

第一阶段(转变前) 第二阶段(前期转变) 第三阶段(后期转变) 第四阶段(转变后)

粗出生率 高 不变或下降 下降 低

粗死亡率 高 下降 不变或下降 低

两者关系 两者相当 粗出生率＞粗死亡率 粗出生率＞粗死亡率 相当或粗出生率略高

总和生育率 ＞6．5 4．5～6．5 2．5～4．5 ＜2．5

平均预期寿命 ＜45 45～55 55～65 ＞65

人口类型 传统型 过渡期(人口红利期) 现代型

资料来源:根据人口转变理论内容整理。

二、中国人口结构特征的形成及其转变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人口的粗出生

率和粗死亡率会由“双高”转向“双低”，中间通
常经过粗死亡率先下降和粗出生率后下降的两个

阶段或两者同步下降，这个过程被称为人口转变。
人口转变是伴随着经济发展人口总量和结构发展

演变的客观规律，人口转变理论系统说明了粗出

生率和粗死亡率变化的规律。如表 1所示，根据人
口转变理论整理的人口转变阶段划分及各阶段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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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可以粗略划分中国人口转变的过程。
( 一) 中国人口转变的典型事实

1． 人口转变过程及阶段划分。实际上大多数
国家的人口转变过程并不明显地区分为前后阶段，

而多数表现为粗出生率和粗死亡率同步下降。这
里仅能依据理论粗略地对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进

行探讨性划分，尝试说明中国人口转变过程的特

征。如果严格地结合理论进行四阶段的划分，如图
1所示，依据现有的数据可以将中国 1952－2017 年
的人口转变过程具体划分为: 转变前阶段 ( 1952－
1964年) 、转变阶段Ⅰ ( 1965 －1978) 、转变阶段
Ⅱ ( 1979－2002 ) 、现代阶段 ( 2003 以后) 。依据
粗出生率和粗死亡率的变化趋势特征，1952－1964
年，不考虑 1959－1961 年的特殊情况，中国的粗
出生率和粗死亡率均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尽管

粗死亡率实际已经开始显著下降，但粗出生率相

对是很高的，年均约 36‰，总和生育率虽然没有
大于 6. 5，但基本长期维持在 6 左右。1965 －1978
年，粗出生率和粗死亡率都开始大幅度下降，且整

体上粗死亡率降至较低水平，此后开始保持不变，

稳定在 6－7‰的水平上。1979－2002 年，虽然经历
了一个婴儿潮，粗出生率仍迅速下降，总和生育率

从 3 下降至 1. 5 的历史最低水平，期间中国突破
“贫困陷阱”，起飞成为中等收入国家。2003以后，
中国加入 WTO，带动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开始迅
速飙升，粗出生率和粗死亡率基本稳定在目前的

低位水平，粗出生率为 12‰左右，粗死亡率为 7‰
左右。一般认为 1952－1957、1962－1976 和 1986－
1990这三个阶段经常被称为 “婴儿潮”时期。在
人口转变阶段出现婴儿潮，会延缓人口转变的过

程，并使人口红利阶段延长。
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受经济发展水平阶段和

人口政策的影响，前期的三次 “婴儿潮”为中国
经济起飞提供了切实的 “人口红利”保障，后期
的计划生育政策也为避免 “起飞”阶段掉入马尔
萨斯的 “人口陷阱”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过于严
苛的人口政策也导致中国在起飞之后即完成了人

口转变的过程，刚刚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就形

成了现代型人口特征，而发达国家都是在进入高

收入国家行列后才完成人口转变过程，为此中国

被认为是“未富先老”。且从发达国家已有的经验
看，受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激励人口增长是相对

困难的事情，因此人口转变已经完成是未来中国

要面对的客观事实。
2． 中国“老龄少子化”人口结构的形成。在

人口转变过程中各国粗死亡率的差异并不显著，

粗死亡率通常比较稳定，相对波动性不大，而粗出

生率的差异是较大的，衡量粗出生率的重要指标

是总和生育率 ( TFＲ) ，即育龄妇女平均孕育孩子
的数量。从微观角度讲，随着收入水平不断提高，
社会生活的现代化水平也不断提高，医疗条件不

断改善，家族意识不断淡化，社会养老体系不断完

善，抚养教育孩子成本不断提高，都会促使家庭对

孩子的需求由数量型转向质量型，减少生育数量。
人口转变的影响是深远的，穆光宗和茆长宝

( 2017) 提出，少子化和老龄化相互作用会强化
“老龄少子化”的状态，TFＲ 降低→少子化趋势→
老龄化水平提高→劳动力减少→劳动力老化→TFＲ
继续下降，延续这一循环，人口和劳动力的规模和

结构都会相应发生变化，朝气不足，经济增长的动

力减弱，这正是困扰诸如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的
难题之一，并至今没有找到破解之法，除非出现

“婴儿工厂”。

图 1 1952－2017年中国人口转变阶段划分
(资料来源: 根据世界银行 WDI数据和《中国统计

年鉴》数据综合整理)

图 2 中国人口“老龄少子化”的形成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 WDI数据库，下同)

根据人口统计学标准，0－14 岁的人口比重在
15%－18%之间为严重少子化，低于 15%为超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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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也就是说少儿人口 ( 0－14 岁) 比重低于 18%
则标志进入少子化社会; 老龄化的标准有两个: 一

是 60岁以上人口超过 10%为老龄化; 二是 65岁以
上人口比重超过 7%为老龄化 ( 受数据来源限制，
下文中的老龄化统计指标均选取后者) 。如图 2 所
示，依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和上述标准判断，中

国 65岁以上人口比重于 2001 年起大于 7%，并不
断提高，而 0－14 岁人口低于 18%开始于 2010 年，
由此可以判断，2010 年开始中国形成 “老龄少子
化”的人口年龄结构。
( 二) 国际比较

如果将 OECD国家视为发达国家，其中韩国是
亚洲国家，而且在二战结束后与中国的人均收入水

平相近，因此选取韩国和 OECD国家作为比较对象。
1． 与韩国的比较。单独与韩国进行比较，如

图 3 描述的是 1960 － 2017 年中国和韩国的人均
GDP 水平和粗出生率和粗死亡率的变化过程，从
时间维度上看，20世纪 80 年代之前两国的人口转
变过程比较接近，此后韩国的粗出生率和粗死亡

率下降速度开始快于中国，且两者的数值逐步趋

于相等，即自然增长率快速向零收敛。但如果从人
均 GDP 的维度看，中国的人口转变的过程是快于
韩国的。人口转变相对于人均 GDP 提早，就导致
了人口年龄结构的加速变化。如图 4所示，中国的
老年人口 ( 65 岁以上) 比重和少儿人口 ( 0 － 14
岁) 比重相对于人均 GDP 水平的变化明显快于韩
国，也就是老龄化和少子化的趋势到来的较早，中

国现在老龄化和少子化的程度相当于韩国人均

GDP 达到 20000 美元左右的水平，而在中国现在
的人均 GDP 水平下，韩国既没有表现出老龄化，
也没有达到少子化的水平。

图 3 1960－2017年中国与韩国的人口转变过程比较

2. 与 OECD国家的比较。如果将 OECD 的 36
个成员国 ( 包括东欧转型国) 的老年人口和少儿

人口结构相对于人均 GDP ( 以 2010 年不变美元价

格计算) 的变化与中国进行比较，也可以明显地

看出中国的少儿人口比重下降和老年人口比重的

上升相对仍是较快的。如图 5所示，在中国少儿人
口比重和老年人口相对于人均 GDP 线的左侧没有
任何一个国家分布在这一区域内。

图 4 1960－2017年中国与韩国少儿人口和老年
人口比重相对于人均 GDP 变化比较

图 5 1960－2017年 OECD国家与中国少儿人口比重
和老年人口比重相对人均 GDP 的水平比较

综上，中国由于人口转变进程已经完成，形成

了“老龄少子化”的人口结构，且相对于人均收
入水平而言，人口转变过程是大大地快于 OECD国

家的平均水平和发展进程的，更为明显地快于韩

国，人口的老龄化和少子化进程也发生较早。那么
我们就不得不关心这样的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效

率的影响是怎样的，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向

高质量发展转变要求提高经济效率。

三、“老龄少子化”人口结构与经济效率

( 一) 理论模型

如果用理论模型来说明劳动生产率和人口的

关系，采用 MＲW模型 ( Mankiw－Ｒomer－Weil m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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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简称 MＲW模型) 是比较合适的，该模型中加
入了人力资本，其假定生产函数为柯布———道格
拉斯形式的，并假定技术进步是内源性的，则有:

Y = KαHβ ( AL) 1－α－β ( 1)

其中 Y为总产出水平，A为全要素生产率，K为
物质资本存量，H 为人力资本数量，L 为劳动力数
量。α是劳动的产出弹性; β 是资本的产出弹性。
若规模报酬不变时，则有 α + β + γ = 1。

如果令 AL 为有效劳动，劳均产出 yt =
Yt

AtLt

，

紧凑型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

yt = f(
Kt

AtLt

，
Ht

AtLt

，
AtLt

AtLt

) = f( kt，ht ) = kt
αht

β

( 2)
将式 ( 2) 动态化表示为:

k
·
= skkt

αht
β － ( n + g + δk ) kt ( 3)

h
·
= shkt

αht
β － ( n + g + δh ) kt ( 4)

其中 sk表示用于物质资本投资的储蓄率; s h表

示用于人力资本投资的储蓄率; n 为人口的自然增
长率，n = br － dr，br表示粗出生率，dr表示粗死亡
率; g表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 δk 表示资本折旧
率; δh 表示人力资本折旧率。
当经济达到稳态时，则有:

k
·
= skt

αht
β － ( n + g + δk ) kt = 0，则 kt =

(
skh

β

n + g + δk
)

1
1－α

= (
skh

β

br － dr + g + δk
)

1
1－α ( 5)

h
·
= shkt

αht
β － ( n + g + δh ) kt = 0，则 ht =

(
shk

α

n + g + δh
)

1
1－β

= (
shk

α

br － dr + g + δh
)

1
1－β ( 6)

如果 0－14 岁人口比重为 c ( 少儿比) ，65 以
上的老龄人口比重为 e ( 老龄比) ，则劳动年龄人口
比重为 1 － c － e，则人均产出可以表示为:

pt =
1

1 － e － c
yt =

1
1 － e － c

kt
αht

β ( 7)

综合式 ( 5) － ( 7) 可知，人均产出水平的增
长率为:

pt

·

pt

= α
k
·

k
+ β

h
·

h
+ ln( 1 － e － c) = α·sk·kt

α－1ht

β － δk + β·sh·ht
β－1 － δh － 2br + 2dr + ln( 1 － e －

c) ( 8)
从式 ( 8) 可见人均生产效率的提高与与物质

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的程度成正比，与老龄

化和少子化程度的加深是成反比的，与粗出生率

成反比，与粗死亡率与正比。
( 二) 实证分析

根据式 ( 8) 中推导出来的影响因素，采用面
板数据对 “老龄少子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
实证分析。

1． 模型设定和变量选取。依据理论分析的结
论，将式 ( 8) 的实证分析模型设定为:

lnpit = α1kit + α2hit + α3e it + α4cit + α5Xit + α6η t

+ α7μi + εit ( 9)

其中 p 表示人均产出水平，k 表示人均资本存
量，h表示人均人力资本存量，e 为老年人口抚养
比，c为少儿人口抚养比，X 为其他控制变量，η 为
时间效应的影响，μ为不同省份的个体效应，ε为误
差项。其他控制变量主要考虑储蓄率、进出口总
额，由于粗出生率和粗死亡率是引起人口年龄结

构变化的诱因，用粗出生率和粗死亡率作为工具

变量。i表示样本个体，t 表示时间。各对应的变量
选取的指标如表 2所示。由于分省的少儿人口比重
和老年人口比重部分数据缺失，因此用少儿人口

抚养比和老年人口抚养比替代，特此说明。

表 2 模型变量及其指标选取

序号 变量代码 指标选取

1 Pit i省 t年的人均 GDP

2 kit i省 t年的人均资本存量
3 hit i省 t年人均人力资本存量
4 eit i省 t年老年人口抚养比
5 cit i省 t年的少儿人口抚养比
6 Tr i省 t年进出口贸易总额
7 br i省 t年的粗出生率
8 dr i省 t年的粗死亡率
9 t 时间 t( 1992 － 2017)

表 3 中国四大经济区域划分

序号 地区 包括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1 东北( 3) 辽宁、吉林、黑龙江
2 东部( 10) 北京、天津、河北 、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

广东、海南
3 中部( 6) 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
4 西部( 12) 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

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年鉴》。

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
人力资源报告》《固定资产投资报告》《中国人口
统计年鉴》中的数据，并对数据作了相应的处理，
以保证数据在时间序列上具有可比性。为了体现
中国的不同地区间的差别，拟采用面板数据进行

实行实证分析，依据十六大的精神，2011 年将全
国 31个省 ( 不包括特别行政区港澳，也不包括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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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地区) 分为四个经济区域，如表 3所示。
考虑到西藏和新疆为民族地区，海南建省比

较晚，实证数据选取除上述三个自治区和省份之

外的 28个省份作为样本进行实证。由于中国的总

和生育率从 1992年开始不断低于 2. 1的最佳水平，
因此实证数据从 1992 年开始。表 4 所示为回归模
型中各变量的统计描述，是 1992－2017 年中国 28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原始数据平均值。

表 4 变量数据统计描述及区域对比(平均值)

序号 地区 省份 人均 GDP
人均资本

存量

人均人力

资本存量

老年抚

养比

少儿抚

养比

贸易进出

口总额

粗出生率

(‰)

粗死亡率

(‰)
1 东北( 3) 辽宁 26013．6 1．8 151．7 12．4 20．5 497．2 8．4 6．1
2 吉林 19834．9 7．0 140．1 9．9 21．7 100．6 9．1 5．6
3 黑龙江 17588．5 1．2 112．4 9．2 22．0 137．7 9．4 5．6

地区平均 21145．7 3．3 134．8 10．5 21．4 245．2 9．0 5．8
4 东部( 9) 北京 48636．2 11．7 400．6 12．1 16．7 1671．9 7．7 5．2
5 天津 44888．5 4．2 293．9 13．0 20．6 546．1 8．6 6．1
6 河北 17802．4 1．5 113．3 11．1 29．8 233．3 13．0 6．4
7 上海 51618．3 13．0 413．0 16．3 15．4 2101．0 6．9 6．1
8 江苏 33276．7 2．9 167．6 14．3 24．2 2501．4 10．4 6．9
9 浙江 32614．7 7．6 207．1 13．1 22．3 1458．1 11．0 6．0
10 福建 26149．6 1．3 164．7 11．3 31．8 721．5 12．9 5．8
11 山东 25512．4 1．6 149．8 12．7 26．9 1093．9 11．7 6．5
12 广东 28870．0 1．8 181．1 10．7 34．7 4916．4 13．9 5．1

地区平均 34374．3 5．0 232．3 12．7 24．7 1693．7 10．7 6．0
13 中部( 6) 山西 15484．6 1．1 100．7 10．0 31．3 74．0 13．2 6．0
14 安徽 13334．6 0．8 125．8 12．8 32．8 172．6 13．8 6．1
15 江西 13665．7 1．0 119．0 11．0 36．4 138．3 15．3 6．4
16 河南 15172．9 1．4 135．5 11．4 34．7 209．3 13．0 6．5
17 湖北 18005．0 1．3 122．6 11．8 29．4 161．6 11．8 6．3
18 湖南 15704．7 0．6 89．0 12．9 30．1 108．2 12．9 6．9

地区平均 15227．9 1．0 115．4 11．6 32．4 144．0 13．3 6．4
19 西部( 10) 内蒙古 26605．9 2．9 131．3 9．3 25．8 58．8 11．7 6．0
20 广西 13085．9 0．9 111．7 12．5 37．2 146．7 15．1 6．3
21 重庆 18883．3 17．0 121．8 12．6 21．7 244．3 10．6 6．8
22 四川 13703．8 0．7 99．6 14．1 28．7 217．7 12．8 6．8
23 贵州 9330．6 0．5 92．5 11．0 40．8 30．5 17．1 7．3
24 云南 11084．4 1．0 85．3 10．3 35．4 90．7 16．4 7．1
25 陕西 16941．2 4．0 108．3 11．1 30．5 95．8 12．0 6．3
26 甘肃 10435．6 3．1 73．5 9．7 32．8 36．3 14．6 6．4
27 青海 15338．8 2．3 65．5 8．0 35．1 6．0 17．6 6．5
28 宁夏 16398．8 1．5 117．9 7．9 37．6 14．9 16．1 5．0

地区平均 15180．8 3．4 100．7 10．7 32．6 94．2 14．4 6．4

注:人均 GDP 单位为元，人均资本存量和人均人力资本存量单位为万元，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单位为%，贸易进出口总额单位为亿美元，粗出生率和

粗死亡率的单位为‰。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整理。

表 5 变量统计分析结果地区排序

排序 人均 GDP 人均资本存量 人均人力资本存量 老年抚养比 少儿抚养比 贸易进出口总额 粗出生率 粗死亡率

1 东部 东部 东部 东部 西部 东部 西部 西部

2 东北 西部 东北 中部 中部 东北 中部 中部

3 中部 东北 中部 西部 东部 中部 东部 东部

4 西部 中部 西部 东北 东北 西部 东北 东北

资料来源:根据表 4数据排序。

本文将 1992－2017 年人均 GDP 的四大板块地
区的模型变量平均值进行排序比较，如表 5 所示，
从人均收入水平看，东部最高，其后依次是东北

部、中部和西部，这个排序与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排
序是一致的，但人均资本和人均人力资本存量的

情况却不完全一致，与人口结构排序也不一致。老

年抚养比最高的是东部，最低的是东北地区，少儿

抚养比最高的是西部，最低的是东北地区，而粗出

生率和粗死亡率都最高的是西部，最低的是东北

地区。从人口的年龄负担看，东北地区是人口负担
最轻的，相对人力资本也是较为丰裕的，东部地区

虽然经济比较发达，人均资本和人均人力资本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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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比较高，但人口负担相对也比较重，老龄化程度

最高。
2． 回归分析。本文采用分省人均 GDP 增长指

数对分省人均 GDP 进行价格调整，调整为 1992年
不变价格，采用分省 CPI 价格指数将进出口总额
调整为 1992年不变价格，人均资本存量和人均人
力资本存量均依据固定资产投资分省价格指数调

整至 1992年不变价格，并对所有变量取对数。对
面板数据的回归结果进行 Hausman 检验，检验的
统计量为 21. 423740，伴随概率为 0. 0007，拒绝固
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不存在系统差异的原

假设，建立固定效应模型。为了对 “老龄少子化”
对人均产出水平的影响进行对比分析，将回归方

程分六种情况进行讨论，如表 6所示。由于老龄化
的回归结果在前面不十分显著，最初考虑引入时

间趋势 t作为制度等环境因素的虚拟变量，第 ( 5)

种回归结果显示老年抚养比和少年抚养比与人均

产出的增长呈现负相关; 同时，人均人力资本与人

均产出也呈现负相关关系，这与常理不符，考虑引

入工具变量。考虑到导致老龄化的原因在于粗出
生率和粗死亡率下降共同作用的结果，可以将粗

出生率和粗死亡率作为老龄化的工具变量。通过
对老龄化和粗出生率、死亡的相关性检验，发现老
龄化和粗死亡率的相关系数为 0. 1143，具有较低
的正相关性; 与粗出生率的相关系数为－0. 5488，
具有较高的负相关性。第 ( 6) 种为引入工具变量
粗出生率 ( br) 和粗死亡率 ( dr) 作为老龄人的工具
变量。引入工具变量后的回归结果显示，老龄化和
少子化双重叠加对人均产出增长的影响是负相关，

而其他因素包括人均物质资本存量、人均人力资
本存量、对外贸易和时间趋势都对人均产出的增
长具有促进作用。

表 6 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Pit

( 1) ( 2) ( 3) ( 4) ( 5) ( 6)
kit 0．3749＊＊＊

( 0．000)
0．3514＊＊＊

( 0．000)
0．3405＊＊＊

( 0．000)
0．3353
( 0．000)

0．1337＊＊＊

( 0．000)
0．1779＊＊＊

( 0．000)
hit 0．7563＊＊＊

( 0．000)
0．7053＊＊＊

( 0．000)
0．7152＊＊＊

( 0．000)
0．5205＊＊＊

( 0．000)
－ 0．0202
( 0．423)

0．4763＊＊＊

( 0．000)
Tr 0．0539＊＊＊

( 0．000)
0．06314＊＊＊

( 0．000)
0．0613＊＊＊

( 0．000)
0．0554＊＊＊

( 0．000)
0．1247＊＊＊

eit － 0．03618
( 0．4122)

0．0290
( 0．4897)

－ 0．0708＊＊＊

( 0．004)
cit － 0．4326＊＊＊

( 0．000)
－ 0．2266＊＊＊

( 0．000)
－ 0．2791＊＊＊

( 0．000)
t 0．0788＊＊＊

( 0．000)
0．0289＊＊＊

( 0．000)
e的 IV( dr，br)

－ 0．2309＊＊＊

( 0．000)
Ｒ2 0．9813 0．9817 0．9708 0．9742 0．9730 0．9582

观测值数量 695 695 695 695 695 695

3． 结果讨论。从回归的结果看，实证的结果
与前述理论分析的结果一样，“老龄少子化”的人
口结构对人均产出水平的影响是负的，也就是说

“老龄少子化”将对产出效率具有负面影响。从各
国人口转变的历史进程看，发达国家的人口结构

基本都是“老龄少子化”的，一般都先出现 “老
龄化”后出现 “少子化。从理论上讲，先出现的
“老龄化”对经济效率会产生负面影响，可能有两
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老年人口比重提高，会降低储

蓄率，降低资本积累率，降低经济效率; 二是人口

老龄化会使对新技术和新产品的需求减弱，降低

整个社会的创新欲望，从而技术进步速度放缓，降

低经济效率。“少子化”与“老龄化”叠加后，年
轻人减少，劳动力老化，会进一步降低社会的创新

欲望和能力，经济活力进一步下降，经济效率进一

步降低。但同时由于 “少子化”条件下，家庭可
以提高对孩子的教育投资，提高新一代的人均人

力资本水平，可以促进经济效率的提升。如果
“少子化”可以通过提高人均人力资本水平 ( h) 可
以部分抵消或者消除前述对经济效率的负面影响，

“老龄少子化”对经济效率的综合影响就可为正向
的。从回归方程 ( 6) 的结果看，老龄化对经济效
率影响的相关系数为－0. 2309，而少子化对经济效
率影响的相关系数为－0. 2791，而人均人力资本对
经济效率影响的相关系数为 0. 4763，因此整体上
中国的“老龄少子化”对经济效率的负面影响还
没有被人均人力资本水平提高而全部抵消掉，整

体影响依然是负的。因此，实证的结果表明目前中
国的“老龄化”和 “少子化”双重叠加对经济效
率的整体影响是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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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老龄少子化”人口结构与中国经济的转型

如果中国人口结构的“老龄化”和 “少子化”
双重叠加对经济效率的影响是负，那么这件事情

对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意味着什么? 我们需

要如何应对?

从经济发展的历程上讲，发展中国家应通过

工业化和城市化改变二元经济结构，工业化要求

进行大量的物质资本积累，同时降低人口的增长

速度，降低资本广化的难度，提高资本深化水平，

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率的提升。中国在工业化
的过程中，快速的物质资本积累促进了中国经济

增长和经济效率的提升，但过快的资本深化提高

了经济增速的同时，也缩短了资本驱动作用的时

间长度，资本边际效率过早开始递减，加上长期持

续地人口控制，两面夹击，导致物质资本驱动和人

口红利没有将人均 GDP 水平输送到高收入水平阶
段，就提前减弱或消失了，而此时要求向创新驱动

转型，本质上是驱动要素将由物质资本转向人力

资本，而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是以较高的收入水

平为前提的，而此时的收入水平并未达标。中国与
发达国家的 “老龄少子化”相比最显著的差别就
在于此，发达国家的 “老龄化”和 “少子化”都
是在收入水平进入高收入状态后才出现的，因而

中国“老龄少子化”出现在中等收入阶段，这会
使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数量型增长向质量
效率型增长、物质资本驱动向人力资本驱动在人
均 GDP 层面的接续性失调，对于中国经济转型并
非有利。因为只有较高的收入水平，才有条件和能
力不断提高教育投入，保证未来具有较高人力资

本水平，当物质资本驱动力边际递减时，转而依靠

人力资本维持较高的经济效率和收入水平。如果
人均收入水平相对低，特别是还有很多贫困人口

的情况下，条件是不成熟的。
图 6显示的是中国和韩国在相同人均收入水平

下物质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情况的比较，从

图中可以看出，与韩国相比，在相同的人均收入水

平下，中国的资本形成总额占 GDP 的比重高于韩
国，而人均受教育年限却比韩国低。另外，韩国的
人均 GDP 超过 10000 美元之后，物质资本积累率
迅速下降，而人均受教育水平明显提高。可见，增
长方式转变首先是从转变要素积累结构开始的。
应对“未富先老龄少子化”对中国经济增长

方式转型和动力转换带来的不利影响，实现高收

入水平向创新驱动转型，需要从战略上明确二者

的逻辑顺序———是先实现高收入再向创新驱动转
型，还是转变为创新驱动才能成为高收入国家? 对

这个问题，恐怕大多数人的认识与本文的观点是

不同的，本文认为两者的逻辑关系应该是前者，而

不是后者。因此，实现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迫切任
务是先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且这里的人均是结构

均衡意义上的平均，然后才能逐步提高人均受教

育水平，每个人实际的人力资本水平提高了，生产

效率高收入稳定，创新能力和消费需求同步提高

了，经济才能自发转型。

图 6 1960－2017年中国与韩国的人力资本积累和
物质资本积累情况的比较

五、结论与对策

人口转变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但中国人

口转变发生较早。由于一直延续起飞阶段的人口
政策，使总和生育率迅速下降，同时伴随着粗出生

率和粗死亡率的下降，使人口的年龄结构先呈现

“老龄化”后出现“少子化”双重叠加的状况。中
国分别于 2001 年和 2010 年人口结构呈现 “老龄
化”和“少子化”特征，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
的“老龄少子化”人口结构出现时间点在中等收
入阶段，而非高收入阶段。从理论上分析，“老龄
化”会对经济效率产生负面影响，而 “少子化”
对经济效率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受青年人减

少而创新力不足影响，对经济效率产生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会由于人均人力资本水平提高而对经济

效率产生正向影响。运用 1992－2017 年中国分地
区面板数据通过扩展的 MＲW 模型进行回归，结果
表明中国的 “老龄少子化”对经济效率的综合影
响是负的。
结合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结构特点，深入

分析“老龄少子化”的人口结构对中国现阶段经
济增长动力转换和转型发展不是有利的，使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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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增长动力转换接续性不畅。主要原因在于
工业化下，依靠物质资本和人口红利驱动的机制

并没有将中国送入高收入水平，而过快的资本深

化使人均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同时也没有为自发

的人力资本积累提供较好的人均收入条件，使

“少子化”对经济效率的正向作用无法充分发挥作
用。为弥补两种动力机制转换的缺口，应先提高收
入水平，并不断提高人均人力资本投资水平，才能

实现向人力资本和创新驱动的质量效率型增长方

式转型。
目前，中国正处于各种结构转换和调整的关

键期，在这个中间阶段既要维持好原来的经济增

长动力机制，使其不要过快地减速，又要精心培育

新的增长引擎，使其不断加速，这样两种动力才能

平稳过渡和交接。为此，建议如下:
1. 保持适度的物质资本积累水平。中国幅员

辽阔，经济发展还很不平衡，地区差距、城乡差距
较大，未来为了缩小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依然需

要进行物质资本的投资和积累，但积累率不宜过

高。因为在储蓄率不变的情况下，有限的资金过多
地用于物质资本积累，一方面会挤占对人力资本

的投资，另一方面物质资本过快投资，人力资本跟

不上，会导致资源浪费。但是又不能大幅度地减少
物质资本投资，一方面是的确还是有需要，例如对

农业的基础设施投资、老少边穷地区的物质资本
投资欠缺等，另一方面是由于人力资本积累周期

较长，在人力资本积累不足的情况下，还要保持经

济增长速度，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为家庭能够自发

进行人力资本积累提供必要的经济基础。
2． 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2015 年以来中国的

计划生育政策发生了较大幅度的改变，全面放开

了二孩的生育。实际上即使全面放开，能够生育下
一代的也只能是 80 后，60 后和 70 后已经过了生
育的最佳年龄，不可能依靠这两代人提高生育率

了。因此，可以考虑全面放开生育，让人口自然增
长，将生育子女的决策权交给家庭，让家庭来自主

决策生育孩子的个数。因为即使不进行生育限制，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生育率也会自然下降，

这是客观规律，且被发达国家证实了的，人口转变

也是世界性规律，发展中国家也没有例外。从发达
国家的情况看，刺激生育是个难题，如果现在不放

开生育，让中国的人口增长回复到自然状态，未来

不但人口总量会减少，人口结构 “老龄少子化”
会更加严重，并相互促进，对经济长期发展是不利

的。因此，从现在不但要放开生育，还要实施鼓励

生育的政策措施。鼓励措施的重点应放在减轻养
育孩子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提高教育水平方

面着手，而不是简单地教育和宣传，或者单纯进行

金钱奖励。措施具体可以包括: 承担部分生育费
用，建立托儿所 ( 3 岁以前) ，增加幼儿园，幼师
职业化，对学龄前儿童的抚养给予一定的补贴等。

3． 提高人均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如果前两点
是为了维持原有的经济增长动力不过快减弱，稳

定现有的经济增长速度，不断提高人均收入水平，

使其可以进入高收入阶段，那么提高人力资本投

资的目的则是为了培育新的增长动力。提高人均
人力资本存量除了提高国民健康水平外，其中最

重要的是提高人均受教育水平，具体而言包括: 提

高教育支出占 GDP 的比重，先从总量上提高教育
支出水平，重点应用于消除文盲，普及义务教育，

提高义务教育的质量和水平，使中国的人均受教

育年限至少提高到 10 左右的水平，而不是现在只
有大约 7. 8的水平。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提高高中和
高等教育的入学率，重视和扩大职业教育，动员民

间资本参与，打开职业教育和普通高校之间的分

割，使职业教育的学生有机会和通道进入普通高

校，继续深造。只有把资本积累的方向由物质资本
积累为主转向人力资本积累为主，不断提高人力

资本，才能提高经济效率，实现向创新转型，使经

济获得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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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Economic Efficiency，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 Analysis based on Panel Data of China's

Ｒegions from 1992 to 2017
WANG Yu1，ZHANG Zi－ran2

( 1． School of Economics，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Beijing100070，China;
2． Institute of Economic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836，China)

Abstract: Different from developed countries，China's population structure in the middle－income stage is characterized
by“aging and fewer children”．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China's regions from 1992 to 2017，this paper uses the ex-
tended MＲW model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the double superposition of“aging”and“fewer children”on economic effi-
cienc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mprehensive influence of“aging and fewer children”on China's economic efficiency
is negative，and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of“aging and fewer children”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China's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and economic growth power，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continuation of China's trans-
formation from material capital driven to human capital driven in per capita GDP level，and promotes the premature emer-
gence of supply side structure deceleration in China's economy． The logic to promote the smooth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s economy should be to first improve the income level，then transform the driving factors; during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maintain the original economic growth momentum，ensure the per capita income level to enter the ranks of high－income
countries; moderately carry out the accumulation of material capital，encourage childbearing and improve the per capita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level，improve the per capita human capital stock，and make it continuously increase speed，
so as to realize the smooth transition and handover of two kinds of power．
Key words: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ging and few children; economic efficiency; economic restruct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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